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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石器至商周时期，淮河流域自身形成了一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淮系文化圈。通过淮系文化圈的形成
及发展的观察，可以有助于对东夷、淮夷等淮系族群早期历史的研究。东夷族群在公元前5500年至前5300年前后已初步形
成，其主源之一为颍水流域的贾湖居民；至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中的少昊氏族崛起；商周时期，部分东夷南迁至沿淮、
江淮一带，与当地夷人形成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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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aihe River Cultural System and the
Formation of Yi Ethnic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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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rom the Neolithic Period to the Zhou Dynasty，there developed a independent cultural system in Huaihe
River Basin—Huai Cultural System. The observation of the Huaihe River Cultural System will contribute to research the
early history of Dongyi and Huaiyi. The formation of Dongyi has been started in BC5500 to BC5300，who mostly
originated from Jiahu residents of Yinghe River Basin. The Shaohao Clan of Dongyi became powerful during Dawenkou
Period. While Huaiyi was constituted in the period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y by parts of Dongyi and the residents who
live along Huaihe River and Jianghua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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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与淮夷族群为历史上重要的两大族群，均
创造过灿烂的历史文化，也同是创造中华文明的重
要参与者。夷族的历史非常悠久，据徐旭生先生考
证，东夷与华夏曾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大部落
集团，[1]中华文明的曙光甚至就诞生于这东西方两
大部落集团的互相竞争与制衡中。然而由于长期以
来的中央史观，对于东夷、淮夷等夷族早期历史的
文献记载是缺失的。
据文献考证，东夷主要活动于沂沭泗流域鲁豫
皖交界地区，淮夷则依托淮水居住，均属淮系族
群。近十年来，考古学界曾提出了一个概念，认为
处于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两大文化圈之间的淮河流
域，自身也存在着独立发展的史前文化——淮系文
化。[2]淮系文化并非是单一的考古学文化，而是指
淮河流域文化圈，是在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地理范
围内，自身发展的一系列文化的统称，可将这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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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河流域为中心独立发展的、有自身源流的文化系
统称为“淮系文化圈”，淮系文化圈不仅存在于史
前时期，还延续至夏、商、两周时期。对这一文化
圈形成及发展进行分析，将有助于对东夷、淮夷等
族群的早期形成历史的探讨。
一、淮系文化圈的形成及发展
特定文化的背后是特定的族群，淮系文化圈的
形成及发展代表着淮系族群的迁徙、流动及融合的
历史。通过对淮河流域新石器至商周时期考古学文
化的研究，笔者认为，淮系文化圈的形成及发展大
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公元前7000年至前5500年左右，是淮河流域
早期文化独立发展的阶段。淮河流域发现最早的一
支文化为淮河上游颍水流域的贾湖一期遗存，[3]年
代大致在公元前7000年至前6600年左右。公元前
5500年前后，在裴李岗文化影响下，这一地区的
文化发展为贾湖类型，淮河中游则出现了小山口一
期文化。
公元前5500年至前5300年前后，是淮系文化
圈初步形成的阶段。这一时期，可能由于仰韶文化
的东进，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沿淮河流域向东传
播，来到淮河中游地区，与当地的小山口一期文化
结合，形成了双墩文化。双墩文化既包含有本地文
化因素，又有较多的贾湖类型文化因素。
贾湖类型还通过双墩文化到达了淮河下游地
区，成为北辛-大汶口文化的主源之一。[4]北辛文化
年代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100年左右，其主
要来源有后李文化、贾湖类型以及双墩文化。此
外，淮河下游沭河流域的万北一期遗存也显示较多
的双墩文化因素。[5]同时，贾湖类型还越过淮河到
达江淮东部地区，形成了龙虬庄文化。贾湖类型与
龙虬庄文化的年代相继，对比二者的葬制葬俗、陶
器种类及形制，均有一定的继承关系。[6]可以说，
淮系文化圈的初步形成，是由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
在淮河流域的传播所致。
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是淮系文化圈繁荣
发展的一个阶段。公元前4100年前后，北辛文化发
展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于海岱地
区，并且沿淮河流域向西传播。大汶口文化晚期，
淮河中游地区分布有尉迟寺类型，[7]淮河上游地区
分布有颍水类型。[8]尉迟寺类型分布于豫东、皖北
地区，除了代表性器物与大汶口文化晚期较为相近
外，也发现有随葬獐牙及猪牙、拔除侧门齿、人工
枕骨变形等习俗。值得注意的是，在尉迟寺遗址出
土的一件大口瓮上，还发现了带有大汶口族群族徽
标志的刻画符号。
颍水类型分布于颍水中上游，甚至还影响至
伊、洛下游地区。其文化面貌与大汶口类型十分相
近。墓葬遗存中，死者头向以东、北为主，亦发现
有随葬猪牙、拔除侧门齿、人工头骨变形等大汶口
墓葬的常见习俗。颍水类型的陶器器类、形制等也
与大汶口类型相同或相近。
公元前2500年左右，淮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发
展为山东龙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分布范围较大汶
口文化更为广泛，向东影响至胶东半岛，还向北影
响至徒骇河和小清河中上游地区。其中，分布于豫
东、皖北地区的尉迟寺类型发展为王油坊类型（又
称造律台、青堌堆类型），分布范围北起山东西部
平原，南至淮河南岸，西至河南杞县、淮阳一线，
东至山东济宁、安徽萧县一带。由于地处文化交汇
地带，其文化面貌较为复杂。既有部分文化因素来
源自当地的尉迟寺类型，又受到较多山东龙山文化
以及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后岗类型的影响。
龙山文化晚期，王油坊类型从豫东、鲁西、皖
北地区向江淮地区迁徙，其中一支进入今安徽江淮
地区，安徽江淮地区受到王油坊类型的强烈影响，
这一时期的地方特征不甚明显，[9]其中寿县、六安
地区的文化与王油坊类型基本一致。王油坊类型还
继续向江淮东部地区影响，[10]在兴化南荡遗址[11]和
高邮周邶墩遗址[12]均发现了王油坊类型的文化遗
存。其基本器类与王油坊类型基本一致，常见器形
亦与王油坊类型同类器相同或相近，总体上来看与
王油坊类型的关系十分密切，应属王油坊类型的后
继者。宁镇地区的点将台文化[13]以及上海松江广富
林遗址[14]中也发现了王油坊类型文化遗存。
公元前2000年左右，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
发展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遗存发现了城址、
宫殿、大型墓葬等遗迹，还发现有大型的青铜作
坊，可能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时代。二里头文化向
东、东南方向发展，沿淮河支流颍水、汝水等流域
进入豫东的杞县、太康、淮阳、沈丘附近。[15]受中
原地区文化的强势影响，淮系文化圈的发展逐渐衰
微，甚至渐渐分化。这一时期，继承山东龙山文化
发展而来的岳石文化逐渐向东部沿海地区迁徙，其
西线退至聊城、菏泽一带，[16]东已经到达胶东半岛
的最东端，甚至在长岛县境内的海岛上也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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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淮河中游地区则成为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交汇
及融合的中间地带。在淮河中游地区的皖北地区及
江淮西部地区发现的斗鸡台类型，既有岳石文化因
素，又含有部分二里头文化因素和当地文化因素。
商代早期，早商文化向东大范围扩张，泗水尹
家城、菏泽安邱堌堆等遗址都发现了相当于二里冈
上层的商文化遗存。这类商文化遗存与岳石文化差
别较大，与中原地区的早商文化则大体一致。这一
时期，鲁西地区的岳石文化基本被早商文化所替
代，岳石文化向东退至山东中、东部地区。
商代晚期，商文化已经入侵到潍水一带，造成
了山东地区这一阶段呈现出本地文化、商文化、部
分南方文化等多种文化交融的复杂面貌。仅胶东地
区少见商文化遗存，分布的是岳石文化的后继
者——珍珠门文化。[18]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陶器上
显示了多种文化因素，但是整个山东地区的铜器均
为典型的商式铜器，显示了商文化的强势影响。
在商文化强势入侵下，淮系文化圈逐渐分化，
仅沂沭下游部分地区以及部分江淮地区还保留有较
多淮系文化的特色。铜山丘湾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
及青铜器均具有当地特征，还发现人殉、犬牲等遗
迹现象。江淮西部寿县、六安一带的斗鸡台类型也
保留有部分本地特征。
至西周时期，淮系文化进一步分化，周文化对
淮河流域的强势影响已经越过淮河南岸，深入江淮
地区。淮河中下游地区各地都有周文化特征的青铜
器出土。春秋时期，淮河流域成为了各国争战割据
之地，在文化上也呈现出多种文化因素相结合的复
杂面貌。春秋之后，曾为中华文明做出过杰出贡献
的淮系文化，最终融入了秦汉文明的巨流。
二、东夷、淮夷等夷族的来源及形成
淮系文化圈的初步形成是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
在淮河中下游的迁移所致，结合文献来看，这一文
化的背后可能是东夷族群中的太皞部落。太皞始居
于陈，在今河南淮阳一带，与贾湖遗存的地理位置
相近。太皞部落的经济生活方式应该是以狩猎采集
为主，在贾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动植物遗存。
此外，贾湖墓葬中发现了以成组内装石子的龟甲、
与龟甲共存的骨笛、叉形骨器等随葬品为代表的原
始宗教用具，表明贾湖人盛行巫术崇拜和巫术信
仰。[19]双墩文化中所发现的近似洛书的刻画图形，
[20]以及青墩类型中发现的卜卦刻符，[21]与“伏羲画
八卦……以灵龟”的说法是相吻合的。贾湖人很可
能就是古史中的太皞部族的始祖，他们沿淮河流域
向东迁徙，定居于东方，形成了太皞部族。夏之风
夷、商周之风方、任、宿、须句、颛臾均为风姓，
相传为太皞的后裔小国。这些小国的地望大致在鲁
西南一带，太皞部族的活动范围应相去不远。
太皞部落迁徙至淮河中、下游后，与当地文化
结合，形成了新的文化及族群，大汶口文化即代表
了东夷族群中少昊部落的崛起。少昊遗墟在今山东
曲阜一带，其后裔有嬴、李、偃等诸姓，还有金天
氏、爽鸠氏等，夏之白夷、蓝夷、黄夷、商之虘、
六、非、交、鬲、鹞、杞夷，春秋莱国、莒国、
郯、州等均为少昊后裔国，多分布于山东地区。自
唐兰先生首先提出大汶口文化属于少昊氏文化后，
这一说法得到了学界的公认。文献记载的少昊氏后
裔分布范围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范围吻合，在少昊
之地曲阜、莒县均发现有大汶口文化遗址。唐兰先
生将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大口尊上的日、
火、山刻画符号释读为“炅”字，[22]田昌五先生又
释为“皞”，认为即太皞、少皞之“皞”，犹如后世
的族徽。[23]
在淮河中游的尉迟寺遗址也发现了代表族徽的
刻画符号，尉迟寺类型也是大汶口文化的一个地方
类型，可以说，日火组合及日火山组合的陶文应该
是肇示“昊”族崛起的重要载体，是大汶口文化晚
期剧烈的社会演进和区域互动的真实反映。[24]
《帝王世纪》 载：“少昊称帝，都曲阜”；
《左传》云“少昊以鸟名官”。说明在少昊之时，已
经出现了具有国家管理功能的政治组织。杜预还指
出五雉所代表的职官方位：“五雉，雉有五种，西
方曰鷷雉，东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
雉，伊洛之南曰翬雉。”这在考古学上可能代表了
大汶口文化的五个地方类型，分别为鲁中南地区的
大汶口类型、潍弥河流域的三里河类型、苏北地区
的大墩子类型、颍水上游地区的颍水类型、以及皖
北豫东地区的尉迟寺类型。 “伊洛之南曰翬雉”，
从考古学文化上观察，东夷文化主要活动于山东地
区及鲁豫皖交界处，仅在大汶口晚期时有一支迁徙
至颍水上游地区，地近伊洛之南，即颍水类型。这
是大汶口文化为少昊文化的又一佐证，同时也表明
五雉所处的时代应大致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大汶口晚
期。
综合文献考证与考古学研究，龙山文化王油坊
类型很有可能是古史文献中的皋陶部族。从年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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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皋陶为舜、禹时期的东夷首领，根据14C测年
数据，王油坊类型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2600年至公
元前2080年间，其下限刚好与夏朝相衔接。从活动
范围来看，皋陶生于山东曲阜一带，少昊后裔，东
夷之人，被赐姓为偃。属皋陶后裔的偃姓小国有
棐、州、绞、鬲、鹞、六、群舒等，除六、群舒等
为皋陶死后封于江淮之地，其他偃姓小国始居地均
在鲁西至豫东地区；属皋陶后裔的嬴姓小国有莒、
郯、林、角等，始居地在鲁中南、皖北地区。皋陶
后裔偃姓、嬴姓小国的地望与王油坊类型的活动范
围相一致，活动时间也相吻合，可据此推测，王油
坊类型应为东夷皋陶部族所创造的文化。
夏禹时期，以皋陶、伯益为首的东夷族群在与
华夏族群的竞争中失利，华夏族群开启了“家天
下”的历史，而东夷族群则逐渐向东、南方迁徙。
其中一部分进入江淮地区，如英、六、群舒等，还
有部分则东退至山东地区。这与考古学上王油坊类
型向江淮东部地区迁移以及岳石文化向东部沿海地
区移动是一致的。
据史籍及金文等相关资料，商周时期，中央王
朝对夷族大肆掠夺，迫使夷人进贡物资、奴隶等，
[25]夷人则或叛或服，逐渐结成对抗中央王朝的联
盟。《后汉书·东夷列传》载：“武丁衰敝，东夷
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在淮河流域形
成了以地域为纽带的淮夷集团，有人方、林方、
六、徐、蔡、江、黄、胡、舒等，多为嬴姓或偃
姓，与东夷族群的关系匪浅。进入春秋之后，在
齐、楚各大国的相互侵伐中，夷族方国相继陨灭，
最终汇入民族大融合的浪潮之中。
三、结语
结合前文对淮系文化圈以及东夷、淮夷早期历
史的探讨，可知在公元前5500年至前5300年前后，
淮河流域就初步形成了一个以淮河中游及沂沭泗流
域地区为中心的淮系文化圈，这一文化圈的主体即
太皞、少昊等东夷族群的前身。至大汶口文化时
期，淮系文化圈发展强盛，其范围一度扩张至伊洛
之南的颍水地区，这也是东夷族群发展壮大的时
期。至夏商时期，淮系文化圈逐渐衰微，在中央王
朝的大肆掠夺下，夷族在沿淮、江淮一带结成联
盟，此为历史上淮夷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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